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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爭政治研究對理解急劇變遷時期的中國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其

中，以「視覺」為中心的抗爭表演研究是近年湧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研究

取向，嘗試為越來越多的抗爭表演提供新的解釋機制。這一研究取向

主要是基於西方傳統抗爭表演研究，關注抗爭者在中國特定政治機會

結構下如何通過圖像和媒體等視覺手段實現其在地化的抗爭表演。既

有研究貢獻了很多有價值的案例研究，但還沒有基於案例研究形成系

統的、操作化的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將具體以網絡名人的抗爭表

演實踐經驗為案例，基於虛擬民族誌式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研究方

法，從圖像、媒介、身體和空間等具體面向，考察互聯網時代中國政

治機會結構下抗爭表演的視覺實踐邏輯和理論內涵，並在此基礎上為

抗爭表演研究建構一個可能的視覺分析框架。

關鍵詞：抗爭、表演、名人、葉海燕、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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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sual Frame of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Chinese Internet Celebrity’s Pract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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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ntious politics research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understand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change. The research on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from a visual approach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route emerging in recent years 

which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mechanism for more and more 

contentious performances in China. This research approac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researches on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and focuses on 

how protestors situated in China’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erform 

protes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visual means of images and 

media. This approach has contributed many valuable case studies, but there are 

still not any systematic, operation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 emerged from 

these case studies. Based on research methods of ethnographic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therefore, uses Ye Haiyan, a 

Chinese internet celebrity, as a case study, and focuses on her contentious 

practices, to illustrate and interpret the practical logics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from a visu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s 

a possible visual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es on contentiou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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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6年12月，由華裔年輕女導演王男袱拍攝的講述2013年中國網

絡名人葉海燕（網名「流氓燕」）抗議「海南小學校長性侵六名女生」事件

的紀錄片《流氓燕》，成為角逐201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15部紀錄

片之一。紀錄片通過視覺的方式展現了互聯網時代非常有中國特色的

抗爭表演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物質繁榮和社會轉型的時期，同

時進入了一個社會矛盾、社會抗爭集中爆發的時期。因此，社會抗爭

研究，或者說對涵蓋了社會革命、社會運動、集體行動等內涵的抗爭

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研究（Tilly & Tarrow, 2006），對理解急劇變遷

時期的中國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成為一個重要而又經典的研究問題，

吸引眾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取向進行探討（趙鼎新，2005；Cai, 2010; 

Chen, 2012; Goldman, 2005; O’Brien, 2009; Perry & Goldman, 2009）。

其中，一個重要研究取向就是突顯中國抗爭政治特殊的政治機會結構

在制約集體政治行動的同時也提供了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趙鼎新，
2005；黃冬婭，2011），因此，抗爭者得以在國家與社會的雙向協商與

調適過程中打開一個曖昧的抗爭空間，即通過以「視覺」為中心的抗爭

表演以爭取相對安全的機會自下而上地對宏觀體制做出微妙回應和特

殊表達（劉濤，2016a；Chen, 2012）。這一研究取向主要是對西方「抗

爭表演」研究的實證運用、案例延伸和理論提煉，並進一步捕捉到在地

化的「視覺」表演特徵，指向一種新的解釋機制（王蒙，2013；郭小安、

劉明瑤，2016；黃振輝，2011；劉濤，2016a，2016b，2017）。

但是，既有研究更多的是關注抗爭表演視覺「可視」（visuality）的

問題（圖像與媒介），對視覺「可見」（visibility）的問題（身體和空間）缺

乏相應的深入研究，而這些要素都是一個系統的「視覺」分析框架應該

全面考慮的（劉世鼎、史唯，2017；Butler, 2011; Guidry, 2003; Juris, 

2012; Mitchell, 2012; Rovisco & Veneti, 2017）。實際上，紀錄片《流氓

燕》便是雜糅了圖像、媒體、身體、空間等要素的一個視覺文本；葉海

燕的每次抗爭表演也都是圖像、媒體、身體、空間等要素的協同實踐。

因此，本研究以網絡名人葉海燕這一視覺標誌為原點，從「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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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介入中國抗爭政治研究。具體而言，本研究將討論葉海燕如何

以「視覺」為主線，圍繞圖像、媒體、身體和空間展開其獨特的抗爭表

演，這種抗爭表演又有何內在的實踐邏輯和理論內涵。在此基礎上，

本研究嘗試為抗爭表演研究建構一個可能的視覺分析框架，期望回答

互聯網時代中國政治機會結構下抗爭表演的視覺實踐如何展開的問題。

文獻綜述

「國家中心」政治機會結構下的抗爭表演

以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研究為主的抗爭政治研究作為社會學的重

要分支，已經有社會學家提出了各種理論解釋其產生和發展的機制

（Gurr, 1970; McAdam, 1982; McCarthy & Zald, 1977; Tilly, 2000, 

2008）。而誠如Doug McAdam（1982, p. 36）所言，「社會運動理論背後

總有一個更廣義的制度政治模型」。這個制度政治模型，或者說政治機

會結構，主要指涉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所處的政治環境以及置身其中

的運動參與者和抗爭者所能獲得的外部資源，強調政治結構、政治環

境和政治背景對抗爭者的抗爭潛力、抗爭策略、抗爭頻率、抗爭機制

等的影響（Tarrow, 1988）。

但是，政治機會結構理論原本只涵蓋城市層面的政治機會結構，

並不包括國家層面的制度結構的差異（Eisinger, 1973），或者說並不把

國家視作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Tarrow, 1998）。有學者對國家的缺

席非常不滿，強調國家作為宏觀制度結構對社會運動的決定性影響，

因此出現了一波「重回國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研究浪潮和理

論轉向（Skocpol, Evans, & Rueschemeyer, 1999），以一種系統主導的結

構主義視角，把國家視作完整的、具有凝聚力的單位（Migdal, 2001），

甚至形成「國家中心」的視角，把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放置於「國

家」的概念體系之下（黃冬婭，2011；Tarrow, 1988）。特別是在中國情

境下，這種「國家中心」的政治機會結構框架更受重視，被認為是社會

運動和社會抗爭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Cai, 2010; Yang, 2016）。在中

國特定的政治體制下，「國家」甚至被直接等同於「政治機會結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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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威權體制」的刻板印象，得出在「國家中心」的機會結構下抗爭機

會脆弱、抗爭資源匱乏的結論（趙鼎新，2005）。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分散的社會利益

群體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間出現越來越多的利益衝突，各種社會抗

爭在90年代開始爆發起來，標誌著中國進入了抗爭時代（Tai, 2015）。

相應地，國家的權力結構和抗爭的機會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進入了所

謂威權與抗爭並存的「抗爭的威權主義」（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

（Chen, 2012, p. 189），並且展現出了其特有的韌性，開始容納、適應、

適調越來越廣泛而常規的社會抗爭（Nathan, 2003）。儘管政府調適和社

會發展為民間自發組織的社會抗爭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空間和資源，一

定程度上脫離毛時期國家權力的緊密組織和編排，但在「國家中心」政

治機會結構下，中國的社會抗爭仍然較難動員和發展，而且即使發生

也仍然面臨暴力機器剛性壓制的危險（Tai, 2015）。因此，一方面，抗

爭者需要更加因應「國家中心」機會結構的抗爭實踐，如「依法抗爭」

（O’Brien & Li, 2006）、「以法抗爭」（于建嶸，2008）、「以氣抗爭」（應

星，2011）、「以理抗爭」（朱健剛，2011）、「以輿抗爭」（張書軍、單

媛，2013）等；另一方面，「國家中心」機會結構也嘗試通過自我適應、

自我更新和自我鞏固，策略性地提供特定的抗爭機會（張永宏、李靜

君，2012），使社會抗爭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個模糊的甚至曖昧的

地帶，既提供機會結構讓抗爭民眾發出自己聲音，又使他們自我限定

進反抗與順從的巧妙平衡之中（Chen, 2012）。 

在這種雙向協商、調適的過程中，浮現出一種以「視覺」為中心的

特殊的「抗爭表演」模式，即抗爭者的目的並非直接表達訴求的「抗

爭」，而是通過圖像化和媒介化特定抗爭劇目進行視覺「表演」（劉濤，
2016a）。傳統抗爭政治研究也關注抗爭的這種「表演」屬性，但主要是

在抗爭劇目的概念下討論抗爭的視覺表演問題，關注戲劇化的抗爭形

式和實踐形態由於其共同的腳本而被模式化地反復演繹而成為固定的

抗爭劇目（Tilly, 2006）。比如Tilly（2008）便關注抗爭者如何通過向社會

公眾進行抗爭表演而表達不滿、提出訴求，並指出這種抗爭表演的歷

史一致性和連續性。Tilly和Tarrow（2006）等人也主要是從抗爭劇目的

角度理解某些特定的經典抗爭表演形式為何、如何成為大眾抗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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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形式。但是，一方面 ，Tilly和Tarrow 等人所研究的集會、罷工、選

舉、示威活動、請願遊行、衝擊政府、組織起義等抗爭表演劇目在「國

家中心」機會結構下往往會遭受強力壓制而付出慘痛代價，因此，抗爭

者需要尋找更策略性的抗爭表演劇目以爭取相對安全的空間（劉濤，
2016a）；另一方面，在「國家中心」機會結構下，抗爭者個體的組織資

源、經濟資源、政治資源等都非常有限，無法動員集體行動進行抗

爭，只能採取低成本的個體抗爭表演，借助創新性的表演劇目吸引媒

體介入，將個體問題社會化，最終轉化自己的抗爭為地方官員的壓

力，迫使其做出妥協回應（黃振輝，2011）。因此，中國個體的抗爭表

演劇目，如下跪、喝農藥、跳樓、跳橋、自焚等，明顯異於Tilly 等人

所研究的集體的大規模集會、示威、遊行等，但又共享「抗爭表演」的

內在邏輯，並特別強調「表演」——具體而言是「視覺化」的抗爭劇目「表

演」——作為模式化的共同腳本而成為重要的抗爭劇目（劉濤，2016a，
2016b）。

因此，「視覺」是中國「抗爭表演」的重要主線。抗爭者在「國家中

心」機會結構下，通過特定的視覺化手段，將自身的利益訴求公開化、

焦點化、政治化，從而觸動公共情緒形成輿論壓力，最終得以進入政

府政策議程（黃振輝，2011）。相應地，權力集團所忌憚的也不是抗爭

表演本身，而是抗爭表演的視覺化（劉濤，2016a，2016b）。某種程度

上，既有的中國抗爭表演研究已經捕捉到了非常在地化的視覺表演特

徵，相關研究也方興未艾，對傳統「抗爭表演」研究進行成功的在地化

運用、延伸和提煉（王蒙，2013；郭小安、劉明瑤，2016；黃振輝，
2011）。但既有研究更多的是關注直觀的圖像化、媒介化問題，而對視

覺表徵背後更具體的身體和空間等要素缺乏應有的關注（劉濤，
2016a，2016b）。而實際上，任何抗爭表演都必然是一個複雜的身體化

和空間化實踐過程，比如上述下跪、喝農藥、跳樓、跳橋、自焚等抗

爭表演劇目都離不開特定空間下的特定身體實踐。換言之，所謂的圖

像化和媒介化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爭取特定的身體表演在特定的空間被

看見的過程；身體和空間實踐是視覺表徵的圖像和媒介的基礎。

實際上，抗爭表演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為了「爭取被看見」（struggle 

to be seen）（Guidry, 2003）。因此，抗爭表演的「視覺」不僅包括中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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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特別關注的「可視」問題，即圖像與媒介的問題，還同時包括「可見」

問題，即圖像化什麼、媒介化什麼，以及什麼可見，什麼不可見的問

題（Rovisco & Veneti, 2017）。特別是在中國特定的「國家中心」政治機

會結構下，「可見」問題甚至比「可視」問題更重要，或者說「可視」根源

上是為了「可見」，因為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往往「要限制、杜絕群體抗

議的能見度」（劉世鼎、史唯，2017：21），使其排除在其他民眾的視覺

範圍之外，以限制廣大民眾觀看和知悉社會抗爭並防止可能的連帶問

題。在這種政治運作之下，抗爭者需要把圖像、媒體、身體、空間等

不同要素有機會結合起來，才可能在既有政治機會結構內打開真正的

視覺空間：「首先，身體提供給這個視覺空間源源不絕的原材料。這個

視覺空間是由一系列戲劇性的、創意的、大膽的身體抗爭，驚人的場

景畫面，再經由媒體傳播出去所構成的底層政治領域。這個另類的視

覺空間，在嚴密的官方封鎖下，構成了另類能見度和理解框架，讓人

民獲得更多能動性，從而有利於他們爭取被觀看的權利」（劉世鼎、史

唯，2017：4）。

因此，本研究希望在抗爭政治的「抗爭表演」理論脈絡之下，強調

中國「國家中心」政治機會結構的特殊意義，在中國既有的「表演式抗

爭」「視覺抗爭」「情感抗爭」「身體抗爭」等在地化「抗爭表演」研究譜系

之下（王蒙，2013；郭小安、劉明瑤，2016；黃振輝，2011；劉濤，
2016a，2016b，2017），聚焦中國抗爭表演的「視覺」主線，嘗試把既有

研究不同個案中的不同要素——圖像、媒體、身體、空間等——有機

會結合起來，並梳理不同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最終形成一個操作化

的、系統性的視覺分析框架。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

傳統抗爭研究強調社會運動及社會抗爭的理性和策略面向

（McAdam, 1982; Tilly, 2000, 2008），因此，相應地強調理性的文字和語

言陳述如演講、聲明、宣言等而非感性的視覺圖像（Benford & Snow, 

2000; Morrison & Isaac, 2012）。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要重新關注

「抗爭的情感」（emotions of protest）這一社會運動命題（Flam,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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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win & Jasper, 2006; Jasper, 1998, 2006），與情感表達緊密相關的視

覺圖像開始越來越受到重視（Adams, 2002; Halfmann & Young, 2010; 

Isaac, 2008）。而且隨著以新型的社會問題和身份認同為基礎的新社會

運動理論的興起和發展（Cohen, 1985; Melucci, 1989），與認同表達緊密

相關的視覺圖像進一步受到重視。研究者開始關注抗爭者如何運用視

覺性的圖像、符號、海報、視頻等「表達目標和認同，動員新的參與

者，吸引和形塑媒體報道，以贏得更廣泛公眾的支持」（Rovisco & 

Veneti, 2017, p. 273）。 

這時，視覺，特別是圖像和媒介，已經與抗爭內在地聯繫起來，

並被放置於抗爭最核心的位置，甚至出現了抗爭研究領域「視覺轉向」

（visual turn）的說法（Philipps, 2012, p. 3）。比如Nicole Doerr等人（2013, 

p. xi）認為「社會運動已經內在地依賴於視覺。社運積極分子需要接合

視覺信息，使他們的活動通過圖片及視頻再現出來，這決定了他們在

公共領域可見或者不可見」。Lina Khatib（2012, p. 1）也認為社會抗爭

「本質上成為一個視覺生產過程」，因為抗爭某種程度上成為對「出現與

可見的爭奪」。不過，這時候的視覺研究主要集中於圖像研究，沒有形

成較為系統的視覺分析框架。2010年以來，「阿拉伯之春」、「佔領運

動」、「太陽花運動」、「雨傘運動」等一系列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席捲全

球，視覺在運動的爆發、擴散、延續等環節都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作

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和重視（Lee, 2015; Mattoni & Teune, 2014; 

Morrison & Isaac, 2012）。但這時候的抗爭視覺研究除了關注原來的圖

像及媒體（特別是社交媒體）問題（Howard & Hussain, 2011; Khatib, 

2012; Khondker, 2011），也開始重視圖像及媒體背後的身體及空間問題

（Butler, 2011; Juris, 2012; Mitchell, 2012）。這些研究為我們確定抗爭表

演視覺框架的各種要素及其相互關係提供重要的參考作用。

要素一，圖像。既有抗爭表演視覺研究主要從視覺文化研究汲取

理論源泉，從「可視」面向強調圖像在視覺時代承擔社會爭議戲劇性、

形象化、奇觀式生產與表徵的作用（Blair, 2004），以及在此基礎上生產

觀念、擺出理由、塑造輿論的過程，因此將抗爭表演接合為經由圖像

引擎、驅動並主導的「圖像事件」（image event）（Delicath & Deluca, 

2003, pp. 320–321）。但是，新近的全球社會抗爭研究更突顯視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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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從「可見」面向強調阿拉伯地區威權國家如何控制視覺的生產與

消費，而民眾如何將視覺轉換成為一種抵抗工具，一種「革命性的基礎

設施」（Khatib, 2012, p. 135）。在此基礎上，民眾將抗爭變成一個「圖像

爭鬥、逆轉、抹除、替換其他圖像的連續過程」（p. 1），從而從權力當

局的嚴密視覺控制中重奪自己的視覺權利，並將抗爭者從「被動的視覺

圖像客體轉變為被賦權的主體」（p. 129），最終建構一種基於「可見」的

「新政治」（p. 128）。這種爭奪「可見」的視覺政治對既有的基於「可視」

的視覺文化研究非常重要，因為如上文所述，「可見」在「國家中心」政

治機會結構下對抗爭表演尤其重要（劉世鼎、史唯，2017）。因此，圖

像，特別是爭奪性的圖像，將是本研究視覺框架的第一要素。

要素二，媒體。傳統抗爭研究認為媒體傾向於邊緣化社會抗爭，

並形成特定的抗爭報道範式，突顯抗爭的負面的、暴力的和非理性因

素，因為媒體傾向於將政府當局視作權威信息來源（Dardis, 2006; 

Stamou, 2001）。而新近抗爭視覺研究認為，抗爭者越來越擅於給媒體

製造並提供各種視覺圖像，並藉由媒體爭取公眾對抗爭的理解和共情

（Corrigall-Brown, 2012; Liao, 2010）。特別是隨著社交媒體深度介入新

興的全球抗爭浪潮，視覺圖像藉由社交媒體的去中心化傳播而形成的

動員和傳播力量已經被充分展現出來（Kharroub & Bas, 2016; Tang, 

2015）。而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機會結構下，大眾媒體以及互聯網等新媒

體都是抗爭表演的重要資源，甚至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抗爭資源，

不僅能夠保障並提升抗爭的能見度，還能對抗爭目標或者地方政府進

行一定程度的施壓（曾繁旭、黃廣生，2013；楊國斌，2009）。有研究

者甚至因此認為只有媒介化的圖像才是真正有動員力量的視覺力量，

因此中國抗爭表演的實質因素是「媒介動員」（呂德文，2012）。

要素三，身體。過於突顯圖像和媒體甚至化約抗爭表演和圖像事

件、媒體事件之間的關係，會陷入忽視抗爭者主體的問題，因此要從

行動者，特別是行動者身體的角度來理解抗爭表演。比如，Jeffrey 

Juris（2012）批評傳統的圖像事件、媒體事件很多都是「去身體化的」，

但是，實際上圖像需要透過身體化的表演才能與抗爭情感聯結。換言

之，抗爭表演中，圖像和媒體等都是與抗爭行動者特別是行動者身 

體內在聯結的，本質上都是「身體化的抗爭」（embodying/embo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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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Juris, 2012; Tapias, 2015）；當然，身體也要進入視覺範疇才能

產生抗爭政治的效果（Butler, 2011）。Judith Butler（2011）更是強調這種

身體化的抗爭不是行動者孤立的身體，而是「聯盟身體」（bodies in 

alliance），是聯結的身體而非任何口頭或者書面的方式發出正義的訴

求，才能召喚出集體的政治能動性在既有政治控制中創造出「顯現的空

間」（the space of appearance）（Arendt, 1959）。特別是在中國特定的政

治機會結構下，抗爭者更需要用身體為抗爭視覺提供原材料（呂德文，
2012；劉世鼎、史唯，2017），而且往往是「一個個痛苦的身體、喪失

尊嚴的身體、毫無倫理顏面的身體，使身體從原始的自然狀態、黑暗

狀態、反社會狀態中掙脫出來，成為抗爭性話語生產的政治文本和表

達媒介」（劉濤，2017：62）。

要素四，空間。正如圖像與媒介緊密相關，身體則與空間緊密相

關，因為身體要進入抗爭場域，需要特定的公共空間實踐，使身體不

再屬於私人而變成公共的身體（Butler, 2006）。新近的全球社會抗爭研

究一方面是突顯身體在具體公共空間如廣場、公園、街道等公共空間

的聚集（Butler, 2011），乃至在全球空間的聯動（Mitchell, 2012），另一

方面則是突顯網絡空間在在地抗爭和全球抗爭中的動員作用（Gaby & 

Caren, 2012; Lin, 2017），以及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的視覺「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Garrett, 2014）。這兩方面對中國抗爭表演也尤為重

要，因為上述的種種身體表演實際上需要非常特定的具體的空間實

踐，比如，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內連續上演12跳的獵德橋（黃振輝，
2011）、釘子戶樓頂自焚（呂德文，2012）、在政府門前下跪（劉世鼎、

史唯，2017）等；同時也需要與全球空間和網絡空間聯動，形成「表演

在線下，抗爭在線上」（劉濤，2016a：14）的特定聯動模式。

最後，傳統抗爭政治研究更多強調抗爭的「集體」面向而忽視「個

體」面向（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 Tilly & Tarrow, 2006）。這種

集體視角關注到了社會抗爭的規模效應，而上述圖像、媒體、身體、

空間等要素的系統作用，特別是從個體身體到聯結身體，現實空間到

網絡空間的聯動，則指向了一個個體抗爭向集體抗爭演化的可能路

徑，指向一個新的可能的視覺分析框架（圖一）。接下來，本研究將繼

續通過相應的案例研究具體解釋，在互聯網時代中國政治機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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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

下，抗爭表演具體的視覺實踐邏輯是什麼？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是

什麼？這一視覺框架又有何理論內涵和現實意義？

研究方法

在視覺視角下，本研究將特別關注中國網絡名人的視覺抗爭表演

實踐。相應的，基本研究設計則是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可以通過對單

一實踐案例的研究凝聚理論與經驗，進而形成「一個具體的、獨特的、

有界的系統」（Stake, 2000, p. 436）。因此，儘管是單一的案例，卻也 

可能是完備的系統，對某一現象和問題提供「豐富而全面的詮釋」

（Merriam, 1998, p. 41）。這種豐富而全面的案例詮釋特別適合於探索式

的研究問題，特別是在闡釋意義上有其獨特的優勢（Yin, 2003）。因

此，本研究採用案例研究作為基本的研究設計以期探索中國政治機會

結構下抗爭表演的視覺實踐邏輯。

在具體的案例選擇上，本研究聚焦一位代表性網絡名人葉海燕。
2005年葉海燕一夜成名，因為她在天涯社區發佈了自己的半身和全身

裸照，引來網友的爭相圍觀，天涯服務器甚至一度因為訪問量激增而

癱瘓。成名之後，葉海燕在網絡上一直保持活躍，有持續的活躍度和

知名度，但更多的是以女權工作者的身份積極介入一系列公共事件，

進行其富有個人風格的抗爭表演。其中包括兩次有國內及國際影響的

抗爭表演，一是2012年的「免費提供性服務」事件，二是2013年的「校

長，開房找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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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提供性服務」事件發生於2012年4月廣西博白縣。2011年8

月葉海燕在廣西博白成立了「浮萍健康服務工作室」，繼續其預防艾滋

病宣傳工作以及對性工作者的健康服務。工作室一街之隔的鋪面有幾

十家髮廊、按摩店、小旅館，這些鋪面被當地人稱作「十元店」，因為

裡面住著一群四十歲左右的性工作者，每次收費僅十元甚至五元。葉

海燕主要的工作便是向她們發送防艾知識宣傳單、衛生濕巾、安全

套、HIV試紙等。不過，為了更好地進行調研，葉海燕最終決定臥底

「十元店」，通過自己的「田野調查」收集數據。在葉海燕臥底的第二

天，其熟悉的一個「姐妹」被警察「掃黃」拘留罰款，葉海燕認為這是警

界腐敗，「合法搶劫」，即警察把這些「十元店」性工作者當作提款機，

對她們進行輪流罰款。葉海燕憤怒地發了一個微博消息：「我從現在開

始，對來這裡的農民工提供免費的性服務，一是以免他們被警察抓，

處以高額經濟處罰，被合法搶劫。二是為解決基層百姓的性需求，緩

解社會壓力做出努力。三是用我的高風亮節對比政府的麻木無情，希

望對他們有所觸動。活動明天結束。」自此，一個私密的臥底調查變成

了公開的抗爭表演。

「校長，開房找我」事件發生於2013年5月海南萬寧市。5月8日，

海南省萬寧市後朗小學六名就讀六年級的小學女生集體失蹤，後來發

現是被萬寧市第二小學校長陳在鵬及萬寧市房管局職員馮小松帶走開

房，而經到醫院檢查，六名女生下體遭到不同程度傷害，疑似遭遇性

侵。事件被媒體曝光後引起輿論強烈關注，特別是社會各界對保護未

成年人的擔憂。5月27日「六一兒童節」前夕，葉海燕從廣西博白趕赴

海南萬寧，到萬寧教育局及萬寧第二小學門口舉牌抗議，於是才有了

那張一下子火爆中國網絡的舉牌照片「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

生！」。這照片一下子在網絡上掀起效仿熱潮，不少網民紛紛舉牌要校

長來找他們「開房」，並拍照上傳網絡，最終個體的抗爭表演成為一個

重大的網絡事件。

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採用虛擬民族誌式的參與觀察

和深度訪談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民族誌在收集一手數據上有其獨特的

優勢，但往往無法穿透現實時空局限洞察田野背後的動機、故事、經

歷、情感等，特別是虛擬民族誌面對的是網絡虛擬空間這個相對更加

碎片化、非連續性的「貧瘠」田野而非「肥沃」的真人實時交流田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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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很多學者強調深度訪談對虛擬民族誌研究的重要補充作用，甚至

嘗試把訪談放置於虛擬民族誌的中心位置（Miller & Sinanan, 2014; 

Skinner, 2012）。虛擬民族誌式觀察從2011年延續到2017年，關注葉海

燕相關的一切公共動態和活動，也包括其所有的社交媒體平台如
Twitter、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深度訪談集中在2014年8月11日至8

月12日，筆者到葉海燕武漢老家進行了為期兩天總共十個小時左右的

訪談，訪談地點在其工作室，訪談對象不僅包括葉海燕，還包括其部

分家人，不過出於其家人隱私保護，文中不出現其相應信息。

資料分析或研究發現

抗爭表演的圖像化和媒介化

葉海燕的抗爭表演實踐都是在互聯網情境下的社會抗爭個案，互

聯網對其參與、劇目、組織確實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但是，由

於中國特殊的政治機會結構，互聯網包括社交媒體最終也受到國家的

嚴密管制（夏倩芳、袁光鋒、陳科，2012），以至於葉海燕還發文呼籲

「請不要使用Sina的產品（微博），他們是政府的狗，他們扼殺性工作者

的聲音」。因此，與全球抗爭運動「誕生於網絡，擴散於網絡，維持於

網絡」（Castells, 2012, p. 168）不同，葉海燕因應中國特殊的政治機會結

構，對互聯網採取更加實用主義甚至是「用完即棄」的態度，其有意識

考量的、或者潛意識因應的，更多的是互聯網情境背後更重要的因素

即中國特定的政治機會結構。

實際上，中國「國家中心」的政治機會結構可能是一種刻板化、模

型化的想象。這一政治機會結構並非鐵板一塊，網絡名人作為這個宏

大結構裡面無法被完全收編的異質性存在，總能在既有體制結構中找

到其表演的空間和機會。因此，即使葉海燕有其堅守的抗爭陣地（女性

權益、女權主義等），但卻不與國家展開陣地戰，而是堅持游擊戰，在

國家宏大政治機會結構之下，處於警惕且靈活的機動狀態，把握微小

的、稍縱即逝的熱點事件和機會窗口，隨時出擊。這種把握熱點事件

進行抗爭表演的「套路」，某種程度上是在大的政治機會結構下，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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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事件機會結構」（issue opportunity structure）（Yang, 2016）。葉

海燕往往只就事件進行抗爭表演，擴大影響力而不擴大議題，因此不

會直接指向敏感的國家體制問題，更能展現表演的靈活性以及其與國

家的動態關係。

在這種特殊的「事件機會結構」之下，葉海燕發展出了其特定的表

演在線下抗爭在線上的抗爭表演模式，而聯結線上線下的中介環節便

是對表演抗爭至關重要的圖像化和媒介化。因此，葉海燕抗爭表演的

目的並非直接的利益訴求表達，而是為了製造圖像，特別是可以在互

聯網場域中傳播的圖像符號；換言之，其抗爭表演更多的是為了通過

圖像製造有社會爭議建構能力的「圖像事件」（Delicath & Deluca, 

2003）。葉海燕在訪談中談到，她已經逐漸發展出了自己的抗爭風格和

套路，即最重要的就是對抗爭的圖像化，線下的表演都是服務於線上

的圖像的：「一定要把現場的表演行動跟網絡上的輿論情緒結合起來，

一個行動才能夠被更廣泛地宣傳，被更多人了解」（葉海燕）。相應的，

抗爭對象所忌憚的並不是葉海燕「免費提供性服務」的表演，而是其表

演被圖像化並在網絡上被直播了；也不是葉海燕在校門口舉牌「校長，

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而是其表演被專人拍下並上傳到網絡被網

民圍觀、闡釋並模仿了。

這種抗爭表演圖像化的內在邏輯是，視覺圖像往往刺激、逼真而

又鮮活，能幫助人們更輕易地獲取意義，同時也在圖像與受眾的心理

和情感互動過程中充當意義生產者而展現出其強大的勸服力量。但

是，在葉海燕的實際案例中，圖像事件的這種引擎機制並不完全是如

前人所言，是因為這種奇觀化圖像能夠喚起公眾情緒，或者是因為圖

像具有特殊的政治安全特質能巧妙地避開國家的審查機制（劉濤，
2016a）。更實際的是，葉海燕的抗爭經驗已經證明這種圖像化機制的

有效性，因此她更積極、策略、能動地運用這一套路，甚至某種程度

上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且，葉海燕拒絕傳統表演抗爭所採

用的低姿態的、消極的、被動的、無奈的、卑微的、甚至乞求性的表

演圖像，而更傾向高姿態的、積極的、主動的、創意的、高亢的、甚

至進攻性的視覺圖像，比如「開房找我」之類的圖像；並不僅僅是通過

呈現苦難奇觀來營造「悲情」，而更傾向於製造戲劇奇觀來進行「戲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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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斌，2009）。但是，這種圖像實際有其局限性，因為戲劇性和奇

觀式圖像的「吸睛效應」是一把雙刃劍，在吸引公眾注意力聚焦事件的

同時，也容易使注意力偏移到滿足視覺表演本身而非其背後真正的社

會事件本源。這也成為其抗爭表演之後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方媒

體批評的著力點，即這種表演更多的是消解了事件本身的嚴肅性而使

事件娛樂化，甚至有個人「炒作」的傾向。

而且，這種圖像實際嚴重依賴於媒體，只能經由媒體報道得到公

眾關注，才可能真正爭取到抗爭的能見度並使其成為抗爭目標或者政

府的實質性壓力（劉世鼎、史唯，2017）。在這個意義上，抗爭表演的

圖像化是沒有獨立性的，圖像化與媒介化是緊密相關的；換言之，圖

像事件是遠遠不夠的，實質還需要從圖像事件轉化為媒體事件。對

此，葉海燕非常自得且已深諳此道，有其更實用主義的策略和路徑。

首先是利用互聯網社交媒體，主要是微博等，對圖像化的抗爭表演進

行實時的、大範圍的媒介化傳播，在網絡上形成影響力後，再吸引傳

統大眾媒體的跟進報道，同時也主動地尋求國際媒體的報道和傳播，

以便在國內傳播機會閉合時有替代性的國際媒體資源接力避免被完全

消聲。比如「免費提供性服務」的表演就在新浪微博、騰訊微博上進行

了為期兩天半的直播，先在互聯網上造成巨大的影響，而當社交媒體

開始受到限制封殺時，事件影響力已經吸引到了《南方周末》、鳳凰衛

視等大眾媒體的跟進報道。

但是，在中國情境下，境內媒體一方面是成為社會抗爭的重要傳

播渠道，另一方面卻又受制於制度力量等因素，國家對媒體的干預和

支配力量依然強大，過分依賴國內媒體資源往往使抗爭具有很大的不

確定性（夏倩芳等，2012）。因此，葉海燕直播時就一直在微博上發文

積極尋求境外媒體的介入：「我需要大家幫我翻譯英文，我要尋求國際

團體的支持」「請熟悉英文的朋友，幫我將這些微博翻譯成英文，將我

的訴求發給海外的一些媒體，女權組織」。在全球化語境下，特別是在

互聯網情境下，國際媒體已經成為社會抗爭多層次抗爭的重要資源。

事實證明葉海燕這種策略是有效的，《蘋果日報》、《南華早報》、BBC、
VOA等很快也紛紛抵達廣西博白或通過聯線的方式對事件進行報道，

提升了其抗爭表演的國際能見度並吸引國際輿論的關注。但是，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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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化有其局限一樣，媒體化也有其局限甚至是不良影響，特別是10

月29日《廣州日報》大洋網的報道〈縣城裡的女志願者葉海燕：我想給

他們帶來溫暖〉被搜狐等網絡媒體以〈葉海燕：拿什麼拯救你，小城裡

的性工作者〉為題轉載之後，未加隱私處理的圖片實際上曝光了照片中

的性工作者，對當事人造成了巨大傷害，葉海燕最終只能倉皇逃離。

總體而言，儘管各有其局限，圖像和媒體還是被葉海燕充分地運

用於其抗爭表演之中，成為其挑戰性和實踐性的抗爭路徑，某種程度

上也成為其替被剝奪了話語資格的底層階層、邊緣群體爭取「可視」和

「可見」的視覺路徑，並在此基礎上得以進一步構建社會爭議、爭奪公

共話語、生產傳播空間。不過，理解這種視覺邏輯不能停留於圖像與

媒體本身，應該回到更具體的身體和空間層面，在抗爭表演領域裡通

過身體轉向和空間轉向來更深入地理解這種抗爭表演。

抗爭表演的身體化和空間化

其實，Lise Nelson（1999）早就對相應的「表演理論」提出過批評而

強調「身體（與空間）至關重要」，認為「表演」需要身體、空間提供具體

行動、協商和反思的場域；相應地，到了抗爭政治領域，抗爭不僅涉

及圖像和媒體，也必然涉及身體和空間。對於葉海燕而言，身體更是

完全內在於其抗爭實踐的，或者說抗爭是內在於其身體實踐的。葉海

燕成為網絡名人便源於其「裸照事件」，而裸照一開始就是一種直接的

挑戰和抗爭：「我覺得我展示自己裸體的動機不是為了自己，我倒覺得

我就是一種挑戰，對你的一種挑釁。你認為不應該怎麼樣，我就是要

這樣，你又能怎麼樣？就是這種態度，就是一種挑戰的態度」（葉海

燕）。因此，葉海燕特殊的成名經歷使其身體與抗爭內在地結合在一

起；身體化成為其後續幾乎所有抗爭實踐的「源代碼」。

身體展演的成名之路不僅讓葉海燕見識到了「身體的力量」，更讓

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抗爭路徑：「這是身體的力量。我覺得這

是我很獨特的一種表達和抗爭方式。我也經常使用這種方式，很輕易

地我就會想到這種方式。這種方式越來越功利性。得到關注的眼光，

是很重要的。我知道這一點，所以後面就增加了很多小聰明在裡面，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9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9期（2019）

就是可能功利性就越來越強了。這個姿態是故意呈現出來的，當然我

也有把我的憤怒，融入在這裡面的，可是我有更多目的性。所以它就

是，先慢慢的成為一種自我的行為，然後變成一種自我的抗爭行為，

最後就變成一種社會行為，就是再也不是屬於純粹的、個人的一種行

為了」（葉海燕）。

其實，從葉海燕成名的「裸照事件」開始，她的身體表演就不再是

自然的、私密的身體，而是借由視覺把身體推向了公共空間和社會場

域對身體進行社會化表徵，成為整個社會系統都要一起面對的身體問

題。這時候，葉海燕的身體化抗爭不僅僅是進入了公共空間和社會場

域，更是完成了身體作為生理的肉體到作為政治行動者的話語場域的

轉變。換言之，葉海燕的身體表演不僅僅發生於一個純粹的生理場

所，還作為意義載體介入社會秩序、道德領域和政治場域，它在微觀

層面揭示社會秩序的失衡，傳遞弱者的絕望以激發道德領域的情感支

持，並以此喚起權力階層的道義反思。比如，「免費提供性服務」事件

中提供最低廉性服務卻又遭受「合法搶劫」的性工作者，「開房找我」中

遭受性侵卻又被禁聲的小學生等等。

特別是「裸照事件」之後，當葉海燕接觸到女權主義並開始標榜自

己的女權主義者身份之後，這種身體作為抗爭力量的意義更為重要，

因為這正是女權主義研究一再強調的（Duncan, 1996）。因此，葉海燕的

每一次抗爭表演都離不開這種女性身體的反抗力量，如中山大學前教

授艾曉明評價葉海燕抗爭表演時所說的：「女性的身體太多的被定義為

一個慾望的對象，一個承載的身體，但是太少的被看作是可以反抗的

身體，有力量的身體，所以我覺得這個身體的表達是需要傳達出不同

的意義來，就是我可以有力量，我可以反抗，而且我有反抗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信號需要非常清楚的表達出來……所以我覺得她的弱項正

是一個反抗的資源，從某種程度來講，也正是一個優越之處」（艾曉

明，2013）。

因此，葉海燕這種身體抗爭模式，並不僅僅是如西方女權主義研

究那樣突顯女性身體力量，也是在中國語境下，把女性身體發展成為

重要的抗爭資源和武器：「我覺得對女性來說，這個（身體）可能是最有

力量的，也是最容易拿出來的一種武器，比如說很多行為藝術也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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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來展示的。我知道身體本身是具有很大的力量，那我利用這個來

做一些抗爭。脆弱的人群其實更容易利用這一點」（葉海燕）。弱者身

份，特別是女性作為天然的弱者，在中國語境下具有強大的社會力

量，蘊含著道德潛力，暗含著反抗不平等和伸張正義的意味，能夠享

受制度性或政策性庇護（董海軍，2008）。不同於 James Scott（1987）所

研究的東南亞底層農民日常抵抗中所運用的「弱者的武器」，在中國弱

者身份本身就能成為一種武器。因此，葉海燕在每次抗爭表演中，幾

乎都潛意識地轉向其女性身體，將其資源化、武器化。

這種抗爭表演的身體展演、身體力量、身體資源和身體武器，除

了與上節所述的圖像化媒介化緊密相關，即戲劇性的、創意的、大膽

的身體為圖像和媒體提供源源不斷的原材料，往往還需要一定的空間

實踐。因此，葉海燕在每次抗爭表演的時候，都自我要求身到現場，

把身體作為抗爭的首要場域：「這種社會運動，必須要身到現場才會更

有影響力。如果自己在自己家裡，沒有用的。到事故發生的現場去做

這些事情，才有意義」（葉海燕）。這種「身到現場」不僅僅是上述圖像

化媒介化創造圖像事件和媒體事件的內在要求，實際上，這也是Butler

（2011）強調的通過具體的身體在場將一個抗爭空間轉變為一個公共空

間的內在要求。

某種意義上，葉海燕的身體化抗爭不僅僅是將自然的身體變成社

會的身體，使身體借由圖像化媒介化的表演進入公共空間，甚至是在

身體層面就已經創造了公共空間。換言之，身體不僅僅只是空間的一

部分，身體本身就是空間性的，並且也有能力生產新的空間。Henri 

Lefebvre（1974, p. 173）就曾指出「整個空間都從身體開始」。因此，葉

海燕每次抗爭表演都幾乎潛意識地將其身體轉變為抗爭的空間，特別

是表達和書寫的空間，但這只是一個開端，它實際指向更加遙遠的秩

序，也影響更多人的抗爭模式，繼而開闢一個身體抗爭的共同空間。

比如，在「校長，開房找我」事件之後，廣大網民就紛紛效仿葉海燕，

生產具體的身體表達空間，艾未未和艾曉明等更直接把葉海燕的標誌

話語書寫在胸部和腹部，「我覺得身體就是一張紙嘛，我覺得抗議的

話，寫在這張紙上也非常合適」（艾曉明，2013）。這時候，身體空間實

際成為了具體的抗爭「行動場域」（sphere of activity），使抗爭者能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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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層面的微觀空間表演其不服從而讓觀眾看到自己（Rancière, 2004,  

p. 40）。

除了具體的廣場、步行街、身體等現實空間，葉海燕的身體化抗

爭經過圖像化和媒介化之後，實際還聯結了網絡虛擬空間。比如，「免

費提供性服務」的圖片不僅充分展示了「十元店」的惡劣環境，也利用圖

像特有的豐富性、浮動性和不確定性給廣大網民的事件圍觀和圖像詮

釋提供了充分的參與空間。而「校長，開房找我」事件之後，葉海燕舉

牌「校長，開房找我」的照片更是一下子火爆網絡，在一周之內，在百

度、谷歌和新浪微博上便分別有730萬、278萬以及70萬的搜索結果。

新浪微博還有「#開房找我#」的熱門標籤和話題主頁，而且主頁迅速聚

集了14.6萬的粉絲以及超過1萬的發貼，主要都是模仿葉海燕的舉牌行

為，以各種千奇百怪的方式舉牌「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

迅速成為網絡空間一種集體抗爭的「互聯網模因」（internet meme）

（Nissenbaum & Shifman, 2015）。

但是，當廣大網民都在網絡空間模仿和跟隨葉海燕進行這種身體

化抗爭表演的時候，就不僅僅只是符號化的「互聯網迷因」，更是具體

的、集體的身體實踐，繼而生產某種新的公共空間。儘管這種網絡集

體身體實踐的協同性不是特別強，但由於它們共享同一個「模因」，其

實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聯盟的身體」，網絡虛擬空間也被他們這種共

同的身體實踐相應地宣稱為特定的公共空間：「身體聚集在一起，他們

一起前進和發言，他們宣稱某個空間是公共空間」（Butler, 2011）。而在

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便是身體的聯結與聯盟，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表

演實踐，即行動者通過戲劇性的自我建構，向當局者提出他們的訴

求，並力圖從現有的國家系統中爭奪自己的合法性。在葉海燕的案例

中，網民則是通過各自戲劇性的表演，向校長提出「開房找我」的訴求

而非直接嚮當局者提出訴求，但每個個體的獨立身體實踐在這一統一

訴求下結成了聯盟，才反過來無聲地、曲折地嚮當局者提出他們的訴

求或者說是控訴，甚至是質疑抗爭對象的合法性而非直接爭奪抗爭者

自己的合法性。在Butler（2011）看來，這種「聯盟的身體」所爭取到的

公共空間甚至是一種「顯現的空間」，因為這種公共空間實際出現並存

在於自我與他人的聯盟的身體「之間」（between）：「我為他人顯現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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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為我顯現」（Arendt, 1959, p. 178）。在葉海燕的實踐案例中，其自

我的身體與他人的身體確實是互相顯現的：她的身體顯現是為他

人——性工作者、被侵害的小學生、弱勢的婦女兒童等——他人的身

體顯現則是為了支持她或者營救她，比如艾未未、艾曉明等的身體展

演、廣大網民的模仿戲謔，以及後續律師團的奔赴支援、網民的「明信

片行動」解救葉海燕等等。

在這種「顯現的空間」的視角關照之下，抗爭表演的身體化和空間

化如同上節討論的圖像化與媒介化一樣，其實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

具有了內在的統一性，甚至是一個基礎性的同構過程。這種同構過程

和雙向模式對我們理解抗爭表演尤為重要，它提醒我們穿透圖像和媒

體去考察和反思至關重要的身體與空間對抗爭表演的基礎性意義，以

及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

結論與建議

本文試圖從「視覺」視角介入抗爭表演研究，以中國網絡名人葉海

燕的抗爭實踐經驗為案例，探索中國「國家中心」政治機會結構下抗爭

表演的視覺分析框架，並從圖像、媒介、身體和空間四個具體面向考

察抗爭表演內在的視覺實踐邏輯。而在結論部分我們將從抗爭表演的

視覺「可視」和「可見」層面，進一步指向抗爭的視覺「可現」（vision）

（Mattoni & Teune, 2014），思考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將為互聯網時代的

抗爭政治及中國政治提供何種可能的想象。

對抗爭政治而言，首先，「國家中心」機會結構下的抗爭表演視覺

框架將在中國既有的抗爭模式和策略的基礎上，打開一個更宏大的行

動框架和機制，一個同時包含個人與國家、線下與線上、個體與集

體、在地與全球的抗爭場域；其次，充分接合圖像、媒介、身體和空

間的視覺框架可以為傳統的「媒體—社會運動」二元框架提供一個更多

元的關係圖景而非兩極的線性關係；最後，充分考慮個人身體與聯盟

身體之間聯動的視覺框架，能為傳統強調「集體」與「規模」的抗爭政治

提供一個可能的「從個體抗爭到集體抗爭」的社運新模式，這對中國當

前碎片化社會下的個體抗爭表演有特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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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政治而言，抗爭表演的視覺框架在宏觀結構下，突顯出抗

爭行動者本身的能動性，甚至可能對上述「塑造」抗爭政治的國家在不

同政治層次進行一定程度的「反塑造」。首先，在政治背景層次，可能

對政府政策執行能力的強與弱，政治支持的多與少，甚至政體的開放

與封閉依次產生漸進的影響；其次，在政治環境層次，可能影響國家

抗爭治理策略的吸納與排斥、包容與鎮壓，乃至國家權力社會滲透的

強與弱；最後，在政治結構層次，可能對政治制度的權威韌性、機會

結構和政治資源，乃至對國家結構的機構壟斷、組織壓制和信息控制

都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但是，我們也不能對抗爭表演視覺框架的潛力抱有過於樂觀的期

望和幻想，而要對其內在的局限保持敏銳的察覺。在微觀層面，這一

視覺框架受到了抗爭表演者媒介素養和資源以及抗爭經驗和策略的限

制。葉海燕作為女性網絡名人以及社會活動家在這兩方面都有優勢，

而其他底層弱勢者可能難以有效地、充分地運用這一視覺框架。在宏

觀層面，「國家中心」機會結構仍有非常強大的制度性約束，特別是容

易借其對媒體的有力控制突破視覺框架中最薄弱的「媒體」環節導致整

個框架的潰散。而且，「國家中心」機會結構本身也處於不斷演化的過

程中，給視覺框架的動態適應也提出了挑戰。

除了上述現實的實踐意義，本研究也希望在理論意義上有所貢

獻。其一，傳統抗爭政治研究大致經歷了從宏觀理論擴展到微觀機制

的研究路徑，本研究則強調要兼顧宏觀結構與微觀機制，特別是關注

宏觀結構下個體抗爭向集體抗爭演化的可能路徑。其二，中國抗爭政

治研究已經捕捉並提煉出一系列非常在地化的解釋性概念，本研究則

進一步嘗試有機結合這些關鍵概念和關鍵要素形成一個更系統性的分

析框架。其三，本研究期望這一分析框架對理解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

政治體制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國家和地區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當然，

不管是對內的解釋力還是對外的啓發性，都需要建立在未來更多更深

入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而且不僅需要中國內部更多更細緻的案例研

究，也需要更多跨地區、跨國別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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